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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能源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其投入使用会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物

质基础。产业结构升级对能源效率提升发挥着重要作用，而财政分权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制度背景，产业
结构升级和能源效率提升的过程与其有着密切的关系。基于我国 1997—2015 年 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
财政分权为门槛变量，通过构建门槛回归模型发现，产业结构升级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 在财政

分权程度较低时，产业结构升级对能源效率的提升产生显著的负向阻碍作用; 随着财政分权程度进一步加

深，产业结构升级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由负向阻碍作用转为正向促进作用; 当财政分权继续深化时，产业结构

升级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又变为显著的负向阻碍作用，这说明适度的财政分权有助于产业结构升级的能源效

率提升效应。针对实证分析结果，可以考虑采用适度分权原则; 改革政府激励和绩效考核制度，坚持绿色化
为导向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推进产业技术进步，加快能源结构调整。

关键词:产业结构升级; 能源效率; 财政分权; 门槛回归

中图分类号: F4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6049( 2019) 04-0001-12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能源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其投入利用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推动了社会经济发展，是

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伴随着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高投入、高污染、高
能耗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使得能源供求矛盾和生态环境恶化问题日渐突出，能源问题亟待解决。我国
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将节能减排、保护环境作为当前重要任务之一，同时“十九大”报
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升能源效率正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途径，而产业结构升级则与能源效率提升有着密切关系。
就目前的文献而言，关于产业结构升级影响能源效率的研究和讨论出现了不同观点。一种观点

认为产业结构升级对能源效率的提升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齐志新等［1］通过对能源消费按因素进行
分解，得出在 2001 年之前，工业的轻重结构变动很小，对能源强度降低的效果不明显，但从 2002 年开
始，工业轻重结构的变化是提高能源效率的重要因素，其影响程度越来越大。魏楚和沈满洪［2］通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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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第三产业在 GDP中占比上升 1%，能源效率将提高 0． 44%左右，且产业结
构对能源效率提升的作用逐渐增强。肖挺和刘华［3］从产业结构均衡和产业结构优化两个维度讨论了
产业结构调整对碳排放的影响，发现产业结构均衡化有助于减少碳排放和提高能源效率。Cui［4］对我
国 2001—2012 年期间能源强度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高耗
能产业迅速发展严重阻碍了能源效率的提升。唐晓华和刘相锋［5］使用 Geweke 因果检验方法对我国
制造业结构优化和能源效率展开研究发现，制造业结构升级与能源效率提升会形成正向反馈，具有相

互促进作用。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产业结构升级对能源效率的提升效果很小，甚至会产生负面影响。
韩智勇等［6］把能源强度分为结构份额和效率份额进行定量分析，发现我国在 1980—2000 年期间，能
源效率的提升主要来自各产业部门能源强度的下降而非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吴巧生和成金华［7］使
用拉式指数对我国能耗强度进行因素分解，发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对降低能源消费和提升能源效率起

阻碍作用。王玉潜［8］、林伯强和杜克锐［9］通过重新构建分析框架证实了产业结构升级阻碍了能源效
率的提升。
从上述关于产业结构影响能源效率的研究成果来看，大多数学者考虑的是产业结构升级与能源

效率提升的单一线性关系，而忽视了可能存在某种外在因素在产业结构升级与能源效率提升之间所

起的关键作用。财政分权作为中国重要的制度背景，在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和能源效率提升中发挥着
重要影响，因此将财政分权纳入产业结构升级与能源效率提升这一关系中也是题中应有之义。除此
之外，大多数学者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测度主要着眼于产业间相对比值的变化，而单纯采用数量份额来

度量产业结构升级会带来“虚高度化”。有鉴于此，相比以往的研究，本文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改进: 一
是将财政分权纳入其中，考虑在不同的财政分权程度下，产业结构升级对能源效率提升的作用是否会

发生变化; 二是在产业结构升级指标的选取方面，重新构造指标，从数量和质量的综合角度反映产业

结构升级水平。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是计量模型设定、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第三部分是实

证结果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第四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计量模型设定、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一) 计量模型设定的理论基础

根据能源效率的定义，能源效率的提升一般通过两种途径实现，即在能源消费量不变的情况下尽

可能增加经济产出，或者在经济产出不变的情况下尽可能降低能源消耗。在研究产业结构升级对能
源效率影响的作用机制时，本文认为产业结构升级对能源效率的作用主要通过规模效应、结构红利以
及产业内部技术优化三种路径得以发挥。
产业结构升级对能源效率的内在影响机制首先反映在规模效应方面。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伴随

着经济总量的增加与经济效益的提升。对于产业内部而言，当产业自身发展规模不断扩大时，意味着
劳动力、资金、设备、能源等要素的需求量不断增加，根据经济学中的生产函数，更多的要素投入会带
来更多的经济产出，但能源投入增长速度并非能与经济产出的增长速度保持一致，当能源消费量增长

快于经济产出增长时，这一产业整体的能源效率将会降低，而当能源消费量增长低于经济产出增长

时，这意味着产业的整体能源效率将会提高，即产业总体规模增长会对能源效率带来影响。从产业间
的角度来看，产业结构升级必定带来不同产业之间的规模比例发生变化，而不同产业的能源效率水平

存在明显差异，当产业发展重心从以农业为主体向以工业为主体转移，或者由高能耗高污染的传统工

业向低能耗无污染的新兴产业转移时，其要素使用规模和生产方式的改变，刺激了经济活动中对能源

的需求变化，最终导致能源效率水平发生改变。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意味着产业素质与生产效率不
断提升，必然会引致高生产率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低生产效率产业规模不断缩减甚至被淘汰，同时

高生产率产业的能源利用效率相对比低生产率产业更高，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产业规模比例不断变动
的过程中必然会带来能源效率的提升。
产业结构升级对能源效率的内在影响机制可以反映在“结构红利假说”理论中，Denison［10］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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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dison［11］认为，产业各部门之间的生产率水平与增长速度本身存在系统性差别，当能源要素由较低
生产率或生产率增速较低的部门转移到较高生产率或生产率增速较高的部门时，等量的能源要素会

创造出相对更多的经济价值，因而能源要素自身的流动会促进各产业部门所组成的经济体总能源效

率的提升。而产业结构升级在本质上是资源要素在不同产业间流动、生产要素重新配置与效率提升
的过程，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意味着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间的自由流动性加强，生产要素本身具有逐

利性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特点，因此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要素流动性增强保证了能源要素由低效率

部门向高效率部门的转移，进而提升了能源效率。也就是说，产业结构升级正是实现能源要素从低生
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流动的基础和条件。
产业结构升级对能源效率的内在影响路径还体现在产业内部技术优化、工艺革新方面。在工业

化发展初期，工业发展大多以重工业为主，发展粗放式经济，高新技术产业等轻型化产业发展落后，工

业内部能源消耗强度较大，同时产业内部技术水平落后，各种投入要素的利用率水平相对较低，生产

成本过高。随着产业内部结构的不断调整与升级，生产规模与生产方式相对更加合理化和高效化，生
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水平有了较大的提升。此时伴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可以在产业内部“释放”出更多
的资本，以用于产业技术的改造与革新。产业技术的更新与进步会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生
产效益，将生产的最大可能性边界外移，从而带来更多的经济产出，同时会进一步推动新工艺、新能源
的应用以及低耗环保产业的出现和发展，降低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最终共同实现能源效率的提

升。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得到假说 1:
H1: 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能源效率的提升。
财政分权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制度背景，产业结构升级和能源效率提升的过程与其有着密切

的关系。因此，将财政分权纳入产业结构升级与能源效率提升这一关系中是题中应有之义，也就是考
虑财政分权下产业结构升级对能源效率提升的作用路径是否会产生影响。具体而言，财政分权体制
下地方政府对地方事务有较大自主权，其调控思路、政策实施和管理安排将直接影响到产业结构调整
升级效果，进而对能源效率产生影响。财政分权在产业结构升级与能源效率之间起何种作用主要取
决于财政分权制度带来的正向效应和负向效应的合力［12］。财政分权的正向影响主要表现为: 财政分
权体制下，中央政府会将部分财政权力下放，地方政府拥有较多可支配财政收入，其积极性与行政效

率得到提高。其中各项财政支出安排、税费优惠政策以及倾斜性财政支持政策的实施有助于促进地
区间的技术扩散和技术创新，引导产业的优化方向，推动产业的结构升级，进而提升能源效率。同时，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越来越严重的能源环境约束问题，这使得地方政府必须重视节能减排
问题，加快能源利用技术的研发、扶持低耗环保产业的发展，加快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降低能源强
度，提升能源效率。负向影响主要表现为: 财政分权容易造成地方政府目标与上级要求相偏离，从而
产生行为异化的结果。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官员努力增加财政收入的激励得到明显增强，地方政府
会以过度消耗能源和贴现未来为代价追求资本投资与经济快速增长，导致政府行为可能会偏离目标

要求。财政分权带来的市场分割导致资源配置发生严重扭曲，地方保护主义引发产业结构趋同，使其
难以实现规模经济，造成能源效率的损失［13］，具体表现为地方政府会倾向发展重化工业等高投资、高
能耗、短期回报高的产业，而忽视可以带来长期经济效益的低耗能产业，导致产业发展方向与本应升
级的方向相背离。财政分权下地区间竞争激烈容易造成地方保护主义现象，这种“以邻为壑”的地方
保护主义不利于要素流动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入，阻碍了资源配置和技术扩散。同时，地方保护主
义的存在也影响了市场机制的发展与完善，造成产业竞争力缺失，高生产率、低耗能的产业发展缓慢，
导致资源错配，最终不利于能源效率的提升。由此，财政分权在产业结构升级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机制
中产生的效果最终取决于财政分权的正向效应与负向效应的合力。因此我们得到假说 2:

H2: 不同程度的财政分权会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对能源效率的提升效果。
基于上述分析，产业结构升级主要通过规模效应、结构红利以及产业内部技术革新等路径促进能

源效率提升，而在这一过程中，我国的财政分权制度背景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传导机制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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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财政分权、产业结构升级与能源效率的影响机制

( 二) 计量模型设定

产业结构升级是推动能源效率提升、
降低能源消耗强度的重要因素。基于此，
本文将产业结构升级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能源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面板回归

模型如下:

EEit = α0 + α1CYSJit + α2AGDPit +
α3AGDP

2
it + α4TECHit + α5EBit + μit ( 1)
( 1) 式中，EEit为能源效率，CYSJit为

产业结构升级; 控制变量中，AGDPit 和

AGDP2
it 分别为人均 GDP及其二次项，TECHit 为技术水平，EBit 为能源禀赋，μit 为随机扰动项，i、t则分

别代表了地区与时间维度。
考虑到不同程度的财政分权在产业结构升级对能源效率影响机制中的作用效果可能存在差异

性，一般做法是在回归方程中加入交互项进行分析。但是，在加入交互项进行回归时，交互项系数形
式存在不确定性，同时求解和分析更为复杂［14］。因此，为了更加准确地研究不同财政分权水平下产
业结构升级对能源效率影响的差异性，本文采用 Hansen［15］提出的门槛回归模型。单一门槛回归模型
可以表示为:

yit = β0 + β1Xit I( qit ≤ η) + β2Xit I( qit ＞ η) + β3Zit + μit ( 2)
( 2) 式中，yit 为被解释变量，Xit 为核心解释变量，Zit 为控制变量，I(·) 为指示变量，qit 为门槛变

量，η为门槛值。若 qit≤ η时，I( qit≤ η) = 1，I( qit ＞ η) = 0; 若 qit ＞ η时，I( qit≤ η) = 0，I( qit ＞ η)
= 1。
对模型( 2) 进行估计时，首先需要确定门槛值 η的大小。根据 Hansen的门槛回归理论，首先将门

槛变量的观测值带入模型，进行最小二乘回归得到残差平方和 SSＲ( η) ，此时选择残差平方和最小时
所对应的门槛值作为真实的门槛值，即 η = argminSSＲ( η) 。在估计得到门槛值后还需要进行门槛效
应的显著性检验。原假设为 H0 : β1 = β2，表示不存在门槛效应; 备择假设为 H1 : β1≠ β2，表示 β1与 β2在

两个区间有不同的效果。在原假设下得到的残差平方和记为 S0，在备择假设下得到的残差平方和记为

S1，可构建似然比统计量 LＲ =
( S0 － S1 ( η

* ) )

σ2 ，其中σ2 =
S1 ( η

* )
n( T － 1) 。由于受到原假设下门槛值不确定

性的干扰，造成 LＲ统计量的非标准化。为有效克服该问题，本文使用“自助抽样法”转换获得大样本下

的渐进有效P值，并给出计算拒绝域的公式，在显著性水平α下，如果 LＲ( η* ) ＞ － 2log( 1 － 1 －槡 α) ，
拒绝原假设; 反之不拒绝原假设。以上为存在单一门槛值的情况，实际中还会存在多重门槛值。多重门
槛回归模型的构建与检验原理与上述情况相似，在此不再赘述。
根据上述门槛回归模型的特征，以单一门槛为例，结合本文设定的变量所构建的门槛回归模型

如下:

EEit = β0 + β1CYSJit I( czfq≤η) + β2CYSJit I( czfq ＞ η) + β3AGDPit + β4AGDP
2
it + β5TECHit + β6EBit

+ μit ( 3)
( 3) 式中，EEit为能源效率，CYSJit为产业结构升级，czfq为财政分权，AGDPit和AGDP2

it分别为人均

GDP及其二次项，TECHit 为技术水平，EBit 为能源禀赋，μit 为随机扰动项，i、t则分别代表了地区与时
间维度。
( 三)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1． 被解释变量: 单要素能源效率( EE)
能源效率一般是用来衡量单位能源消耗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能源效率越高，代表对整个经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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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贡献率越高。能源效率的测度通常分为单要素能源效率和全要素能源效率
两种计算方式。前者将能源作为投入要素，后者需要考虑能源、资本与劳动力要素投入之间的相互作
用。相对单要素能源效率，由于全要素能源效率测度方法的多样性和使用条件的差异性，使得研究者
在测度方法的选择上有一定的困难［16］，研究结果也会因测度方法的不同而产生偏差。单要素能源效
率的计算则较为方便，更能直观地表示宏观层面的能源利用效率，也便于进行国际层面上能源效率水

平的比较。因此，本文采用单要素能源效率测度方法。其计算公式如下: 能源效率 EE =国内生产总
值 /能源消耗总量，其数值越大，代表单位能源消耗带来的产值越多，能源效率越高。

2． 核心解释变量: 产业结构升级( CYSJ)
目前大部分衡量产业结构升级的指标通常采取产值之比，包括非农经济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第

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之比等方式。刘伟和蔡志洲［17］、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18］对此类指标
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单纯采用数量份额来度量产业结构升级会带来“虚高度化”，并不能反映产业
结构升级的本质。而周昌林和魏建良［19］认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生产专业化和生产分工的集中体
现，也是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集中体现。因此，本文采用周昌林和魏建良［19］提出的劳动生产率来测
度产业结构升级，同时考虑到能源效率的提升与工业部门的结构水平关系更为密切，本文主要研究制

造业内部的结构升级与我国能源效率提升之间的关系。其计算公式为 CYSJ = ∑
n

i = 1
ki

pi

I槡i
，其中，i 的

取值为 1、2、3、…n，ki 表示各制造业行业产值占工业产值的比重，pi 表示各制造业行业的产值数，Ii 为

各制造业行业的年末就业人数，
pi

Ii
为各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n代表21个制造业产业①。由于各制造业

的劳动生产率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对其开方以提高数据变化的敏感度。CYSJ 数值越高，代表产业结
构升级水平越高。

3． 门槛变量: 财政分权( czfq)
考虑到财政分权指标需要合理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变化，既要反映时间上

分税制改革后财政自主权下降的事实，又要反映财政分权水平的地区性差异，最终本文考虑将财政收

入指标作为财政分权程度的测度标准。本文参考龚锋和雷欣［20］的方法衡量财政分权，其计算公式
为: 财政分权度 =地方本级预算收入 / ( 地方本级预算收入 +中央政府转移支付) ，其中地方本级预算
收入与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加总构成了地方总财政收入。计算所得数值越大，代表该地区的财政分
权程度越高。在进行稳健性检验的过程中，本文考虑将财政支出自治率( EA) 作为财政分权的替代指
标，它是地方本级预算支出减去中央转移支付后的余额占地方预算总支出的比例。

4． 控制变量
本文参考潘雄锋等［14］ 的做法，结合本文研究问题分别选取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AGDP) 、技术水

平( TECH) 以及能源禀赋( EB) 作为控制变量。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AGDP) :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作为影响能源效率的重要因素不可忽略，而环境

污染的减弱又是能源效率显著提升的一个外在表现，因此本文考虑在引入人均 GDP 的同时，加入了
二次项形式，以验证是否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尽管目前学者们对于环境污染与人均 GDP 之
间是否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还没有确定的结论，但为了尽量避免模型的设定偏差，在模型中引入
了人均 GDP的平方。
技术水平( TECH) : 技术水平进步是促进产业内技术工艺改进升级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重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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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包括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烟草制品业、纺织业、纺织服装、服饰业、造纸和纸制品业、石油加
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
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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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在能源利用效率提升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因此，本文参考孙庆刚等［21］的方法，采用平均每万
人拥有专利权数量来衡量技术水平，拥有专利数越多，代表该地区的技术水平越高。
能源禀赋( EB) : 能源禀赋是指某地区能源生产量，代表地区的能源拥有程度。一般而言，能源禀

赋的增加意味着能源消费可能性边界的外移，从而不利于能源效率的提升。本文使用地区当年原煤
生产量与全国当年原煤生产量之比作为能源禀赋水平。数值越大，代表本地区的能源禀赋越高。
本文研究对象为制造业行业，由于数据的连贯性与数据缺失的影响，最终筛选为 21 个细分行业。

本文全部数据均来源于各省 1998—2016 年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 1998—2016) 》《中国能源统计
年鉴( 1998—2016)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1998—2016)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1998—2016 ) 》。
其中部分省份的个别数据缺失，采用插值法进行补充调整。鉴于西藏地区能源数据的缺失，故剔除西
藏的样本，最终采用 1997—2015 年 30 个省级区域的面板数据。
在进行计量回归前，对各个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其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样本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能源效率( EE) 570 0． 921 12 0． 502 10 0． 191 24 3． 358 32

产业结构升级( CYSJ) 570 8． 251 18 4． 569 81 2． 396 69 40． 550 77

财政分权( czfq) 570 0． 500 63 0． 152 32 0． 135 80 0． 837 61

人均 GDP( AGDP) 570 2． 388 10 2． 088 58 0． 219 91 10． 690 49

技术水平( TECH) 570 0． 493 08 1． 294 01 0． 079 12 16． 263 47

能源禀赋( EB) 570 0． 033 33 0． 051 57 0① 0． 269 16

财政支出自治率( EA) 570 0． 487 29 0． 139 26 0． 101 74 0． 830 66

人均能源生产量( AEB) 570 0． 530 02 0． 840 51 0② 7． 181 86

三、实证结果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 一) 引入交互项的回归

为了识别财政分权在产业结构升级对能源效率提升中的作用效果，我们首先考虑在能源效率回

归模型中加入产业结构升级与财政分权的交互项。具体回归模型如下:
EE = α0 + α1CYSJit + α2AGDPit + α3AGDPit

2 + α4TECHit + α5EBit + α6CYSJit × czfqit + μit ( 4)
在交互模型( 4) 式中，产业结构升级 CYSJ对能源效率 EE的影响系数与财政分权 czfq有关，是由

α1 + α6czfq决定的。对交互模型进行面板固定效应回归后的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交互模型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系数估计值 t统计量 P值

CYSJ 0． 007 3 3． 27 0． 001
AGDP 0． 210 6 21． 10 0． 000
AGDP2 － 0． 008 6 － 6． 81 0． 000
TECH 0． 135 4 15． 82 0． 000
EB － 1． 258 5 － 4． 75 0． 000

CYSJ × czfq － 0． 267 5 － 3． 29 0． 001

通过表 2 可知，产业结构升级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系
数由( 0. 007 3 － 0. 267 5czfq) 所决定，也就是说产业结构
升级对能源效率起促进作用还是抑制作用取决于财政

分权的程度。交互项系数为 － 0. 267 5，并且在 1%的水
平下显著，说明产业结构升级对能源效率的促进作用会

随着财政分权的加深而减弱，甚至财政分权的进一步加

深会致使产业结构升级对能源效率的提升起阻碍作用。
具体而言，当 czfq ＜ 0. 027 3 ( 0. 007 3 /0. 267 5 ) 时，产业
结构升级对能源效率产生正向促进作用; 而当 czfq ＞
0. 027 3 时，产业结构升级对能源效率产生负向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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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天津、上海地区原煤生产量为 0。
天津、上海地区人均能源生产量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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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但是，交互项回归自身存在一定的缺陷。在该模型回归结果中，产业结构升级对能源效率的作用

存在正向和负向两种可能性，关键取决于财政分权的程度。然而随着财政分权程度的改变，产业结构
升级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不一定仅仅是由正向到负向的单一作用方式，有可能存在更多的作用区间。
同时，交互项形式的不确定性和求解分析的复杂性也给本文研究带来困难，因此，本文将运用门槛回

归模型继续对财政分权与产业结构升级和能源效率之间的关系展开进一步研究。
( 二) 门槛回归

在进行全部样本的门槛回归前，需要对门槛的个数和门槛值大小进行确定。相关操作在 Sta-
ta14. 0 软件中进行，门槛效果的检验和门槛估计值如表 3 和表 4 所示。

表 3 门槛效果检验

单一门槛检验 双重门槛检验 三重门槛检验

F值 57． 946 7 9． 802 2 4． 987 6
P值 0． 000 0 0． 003 0 0． 029 0

1%置信水平 6． 951 5 7． 228 4 6． 398 1

注: P值和临界值均是采用 Boostrap 法模拟 1 000 次后得
到的结果。

表 4 门槛值估计结果与置信区间

门槛值 估计值 95%的置信区间

第一个门槛值 0． 304 5 ［0． 265 4，0． 338 8］
第二个门槛值 0． 456 3 ［0． 456 3，0． 461 2］

在采用 Boostrap 法反复抽样 1 000 次
后，门槛效果的检验结果如表 3 显示，当财
政分权作为门槛变量时，单一门槛回归和

双重门槛回归在 1%的置信水平下都是显
著的，而三重门槛回归的 F 值为 4. 987 6，
小于 1%置信水平下的临界值 6. 398 1，即
三重门槛回归未通过 1%的显著性检验。
因此，本文采用双重门槛模型进行回归分

析。根据表 4 的结果得到财政分权变量的
两个门槛值分别为 0. 304 5 和 0. 456 3，这两
个门槛值将财政分权分为［0. 135 8，0. 304
5］、［0. 304 5，0. 456 3］以及［0. 456 3，
0. 837 6］共 3 个区间，以进一步研究在三个
不同的财政分权区间内产业结构升级对能源效率的差异化影响。
为更加明显地反映财政分权在产业结构升级与能源效率关系中产生的影响，本文对不加入财政

分权的普通面板回归模型和以财政分权为门槛变量的双重门槛模型分别进行了分析。
1． 普通固定效应回归模型
从表 5 可以看出，对于全部样本而言，产业结构升级对能源效率的提升起到正向促进作用，且

结果非常显著，这与我们前面提出的假说 1 预期一致，表明产业结构升级是影响能源效率提升的一
个重要因素。事实上，产业结构升级意味着各行业内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与资源配置水平得到提
升。一方面，等量的能源投入由于自身利用效率水平的提高能够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 另一方面，
产业结构内部优化带来资本释放，会加快环保技术和清洁能源的发展，减少能源消耗，从而使能源

效率得以提升。
表 5 普通固定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系数估计值 t值 P值

CYSJ 0． 374 9 2． 823 5 0． 004 9
AGDP 0． 227 1 23． 876 2 0． 000 0
AGDP2 － 0． 010 8 － 7． 815 8 0． 000 0
TECH 0． 138 9 10． 615 5 0． 000 0
EB － 1． 209 8 － 3． 381 4 0． 000 8

控制变量中，从人均 GDP( AGDP) 及 其 二次项
( AGDP2 ) 的回归结果来看，AGDP的系数为 0. 227 1，AGDP2

的系数为 － 0. 010 8，且都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了人均
GDP与能源效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经济水平过低或
过高对能源效率的提升都会产生不利影响。从环境角度来
说，环境污染与经济水平并未呈现出一般发达国家所表现

出的倒“U”型关系，而是在中国国情下呈现出“U”型关系
的“本土化”特征，这一结论与杨万平和袁晓玲［22］ 的研究
一致。技术水平( TECH) 的系数为0. 1389，通过1% 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起到显著
促进作用。一般而言，技术创新与进步会伴随着新工艺和新技术的出现，这些工艺和技术在生产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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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会显著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实现在同等投入下拥有更多产出或者在同等产出条件下减少

能源要素的投入。除此之外，技术进步也会影响产业结构的变动，促进附加值较高的技术密集型产业
的发展，降低能源消耗，提升能源效率。能源禀赋( EB) 的系数为 － 1. 209 8，在 1% 的水平下显著，这表
明地区能源禀赋越高，能源效率越低。这是因为能源丰裕的地区相对能源匮乏的地区而言，采掘业和
原料工业所占比重较大，而此类工业的特点是产业链较短，中间产品比例过高，最终产品的附加值较

低，从而挤占了一些高新技术产业和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同时，能源禀赋较高的地区能源成本和价
格较低，改善能源利用率的动力不足，阻碍了本地的能源效率提升。

2． 以财政分权为变量的双重门槛回归模型
对于我国而言，产业结构升级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是在财政分权背景下展开的，若将财政分权制度

考虑进去后，产业结构升级又会对能源效率产生何种影响呢? 这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以下是以财
政分权为门槛变量的双重门槛回归参数估计结果。
从表 6 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产业结构升级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存在基于财政分权下的双重门槛

效应，在不同的财政分权水平下，产业结构升级与能源效率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差异，这与前文假说 2
预期一致。在财政分权程度较低的区间［0． 135 8，0． 304 5］内，产业结构升级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系数
为 － 0． 006 3，且通过 10%的显著性检验，即较低程度的财政分权致使产业结构升级对能源效率的提
升起到了负向阻碍的作用。当财政分权程度在区间［0． 304 5，0． 456 3］时，产业结构升级对能源效率
的作用系数为 0． 001 2，也就是说，随着财政分权程度的进一步深化，产业结构升级对能源效率的提升
由阻碍作用转变为促进作用。不过，这种促进作用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伴随着财政分权趋于适
度，而产业结构升级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却存在时滞，未能在短时间内与财政分权实现最佳匹配所致。
当财政分权程度在区间［0． 456 3，0． 837 6］时，产业结构升级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系数为 － 0． 015 1，且
通过 1%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当财政分权继续加强时，产业结构升级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又由促进作
用转变为阻碍作用。

表 6 以财政分权为门槛变量的双重门槛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系数估计值 t值 P值

AGDP 0． 220 1 20． 933 1 0． 000 0
AGDP2 － 0． 008 7 － 6． 605 0 0． 000 0
TECH 0． 135 0 10． 273 9 0． 000 0
EB － 1． 537 2 － 3． 851 7 0． 000 1

CYSJ( 0≤czfq ＜ 0． 304 5) － 0． 006 3 － 1． 793 7 0． 073 4
CYSJ( 0． 304 5≤czfq ＜ 0． 456 3) 0． 001 2 0． 814 7 0． 415 6

CYSJ( czfq≥0． 456 3) － 0． 015 1 － 5． 300 2 0． 000 0

基于上述双重门槛回归模型

的结果可知，尽管产业结构升级为

能源效率的提升提供了可能的路

径，但产业结构升级对能源效率的

影响效果还与地区财政分权程度

存在密切关系①。也就是说，只有
财政分权在适度的区间内，产业结

构升级才能对能源效率提升产生

正向促进作用。在不同程度的财
政分权下，产业结构升级与能源效

率的关系存在显著差异性，这是不同的财政分权程度所产生的正负效应合力不同所导致的。当财
政分权水平较低时，财政分权在产业结构升级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中产生的负向阻碍作用大于正向

促进作用。由于地方财政分权程度低，政府的财政自主权受到限制，可支配收入相对较少，政府会
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公共建设等基础项目或高回报高收益的项目，而企业技术创新与开发难以得

到支持，产业内部研发资金投入不足，从而影响了产业内部的调整与升级，不利于高新技术产业的

发展和能源效率的提升。随着地方财政自主权的扩大，财政分权在产业结构升级对能源效率的关
系中所产生的正向促进作用占主导地位。这是因为政府财政权力的适度扩大，使得各项财政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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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相关学者的研究也提到了类似的观点: 吴垠［23］提到，财政集权与财政分权并非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是需要通过灵活的制
度安排来调控的，存在着最优的财政分权水平; 赵德昭和许和连［24］指出，财政分权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存在正向和负向双重

影响，存在实现剩余劳动力转移最大化的最优财政分权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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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税费优惠政策与倾斜性财政支持政策得到了有效的资金支持，为企业创新行为的发生与产业
结构调整升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进而带动了能源效率的提升。当财政分权程度继续扩大时，此时
带来的负向阻碍作用要大于正向促进作用。这是因为财政自主权过大意味着政府配置资源能力变
强，在某种程度上会削弱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导致产业结构升级方向与能源效率提升方向

相背离。尤其是在以 GDP为主要绩效指标的考核方式下，政府官员会倾向于发展重化工业等高能
耗、短期高回报的产业以追求经济快速增长，从而获得晋升机会，这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能源效率提
升效应会产生不利影响。
( 三) 稳健性检验

表 7 以财政支出自治率为门槛变量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名称 系数估计值 t值 P值

AGDP 0． 221 4 19． 345 3 0． 000 0

AGDP2 － 0． 009 4 － 6． 547 2 0． 000 0

TECH 0． 137 0 10． 152 4 0． 000 0

EB － 1． 439 0 － 3． 563 9 0． 000 4

CYSJ( 0≤EA ＜ 0． 356 9) － 0． 002 0 － 0． 787 9 0． 431 1

CYSJ( 0． 356 9≤EA ＜ 0． 549 0) 0． 003 3 2． 198 2 0． 028 4

CYSJ( EA≥0． 549 0) － 0． 007 6 － 2． 475 2 0． 013 6

表 8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名称 系数估计值 t值 P值

AGDP 0． 212 7 20． 775 4 0． 000 0

AGDP2 － 0． 008 8 － 7． 223 5 0． 000 0

TECH 0． 141 7 17． 154 0 0． 000 0

AEB － 0． 034 1 － 2． 183 5 0． 029 4

CYSJ( 0≤czfq ＜ 0． 304 5) － 0． 005 7 － 1． 713 3 0． 087 2

CYSJ( 0． 304 5≤czfq ＜ 0． 456 3) 0． 001 8 0． 951 1 0． 342 0

CYSJ( czfq≥0． 456 3) － 0． 012 2 － 3． 938 5 0． 000 1

为了进一步验证以上门槛回归结果

的可靠性，本文将财政支出自治率( EA)
作为衡量财政分权的门槛变量进行回归。
其中，财政支出自治率是地方本级预算支

出减去中央转移支付后的余额占地方预

算总支出的比例，这一指标是从财政支出

的角度衡量地方财政自主权的大小。从
表 7 门槛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以财政支
出自治率为门槛变量的回归同样接受了

双门槛回归模型，对比表 6 的计量结果可
知，各个变量回归系数与表 6 相关变量的
系数符号保持一致，只是具体数值和显著

性有轻微变动。这说明无论是从财政收
入角度衡量还是从财政支出角度衡量财

政自主权，都能得到相同的结论，即产业

结构升级与能源效率的关系受到财政分

权程度的影响，过度的财政分权或过度的

财政集权都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对能源

效率提升的促进作用，而适度的财政分权

会给产业结构升级与能源效率提升带来

正向促进作用。
除此之外，本文还将人均能源生产量

( AEB) 代替地区能源生产量在全国的占比来表示能源禀赋，进一步验证门槛回归的稳健性，其回归结
果如表 8 所示。对比表 6 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改变衡量能源禀赋的指标后，各个变量的系数估计值
符号未发生任何变化，检验结果再次支持了本文的结论，说明本文的双门槛回归结果具有较强可靠性

和稳健性。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目前，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实现经济低碳发展已在政界和学界达成共识。产业结构升级作为能源

效率提升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可以通过经济规模、结构红利以及产业内部技术革新等路径促进能源
效率的提升。考虑到财政分权的制度背景影响，在研究产业结构升级与能源效率提升之间的关系时，
必须将其纳入这一研究体系中。财政分权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制度特征，产业结构升级和能源效
率提升的过程与其有着密切的关系，将财政分权纳入产业结构升级与能源效率提升这一关系中也是

题中应有之义。那么，在中国特有的财政分权体制背景下，产业结构升级与能源效率之间是否存在非
线性关系? 对于不同程度的财政分权，产业结构升级对能源效率的提升作用是否有所差异? 本文具

体得到的研究结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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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能源效率的提升一般有两种途径，即在能源消费量不变的情况下增加经济产出或经济产出

不变的情况下减少能源消耗。产业结构升级对能源效率的提升主要是通过规模经济、结构红利与产
业内部技术革新三种路径发挥作用。产业结构升级伴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和经济效益的提升，其规
模经济会带来成本降低和产出增加，进而提升能源效率。同时产业结构升级意味着资源要素在各个
产业之间的自由流动性加强，能源要素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进行转移形成结构红利，从而保证

能源效率的提升。除此之外，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可以在产业内部“释放”出更多资本，促进产业技术
优化革新，扩大生产可能性边界，等量成本可以带来更多的经济产出，从而降低了能源强度，提升了能

源效率。
第二，财政分权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能源效率提升效应，主要表现为财政分权带来的正向效应与

负向效应的合力。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对财政资金的使用具有较大自主权，有助于各项税收
优惠、财政支出安排和倾斜性政策的实施，从而引导产业优化升级，进而提升能源效率。但财政分权
体制也会有使地方政府行为与目标要求相偏离的风险，“为增长而竞争”的有偏的考核激励使得地方
政府很可能追求资本投资与经济快速增长，倾向发展高耗能、高投资、短期回报高的产业，导致产业发
展方向可能与本应升级的方向相背离，阻碍能源效率的提升。由此，财政分权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能源
效率提升中的最终影响效果取决于正面效应与负面效应的合力。
第三，本文以 21 个制造业细分行业为研究对象，选取我国 1997—2015 年 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

以财政分权为门槛变量，通过构建门槛回归模型检验发现，产业结构升级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存在门槛

效应。在财政分权程度较低时，产业结构升级对能源效率提升产生显著的负向阻碍作用; 随着财政分
权程度进一步加深，产业结构升级对能源效率提升的作用由负向阻碍作用转为正向促进作用; 当财政

分权继续加强时，产业结构升级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又变为显著的负向阻碍作用。这说明适度的财政
分权才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的能源效率提升效应。
通过财政分权下产业结构升级对能源效率影响的研究，主要结论所蕴含的政策含义比较明显，要

充分发挥财政分权带来的好处，尽量规避财政分权的负向影响。一方面，适度的财政分权对于产业结
构升级的能源效率提升具有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升级对能源效率的提升也具有直接的促进

作用。因此，如何充分利用财政分权的优势，以便在良好的财政分权背景下充分发挥产业结构升级对
能源效率的提升作用是极其重要的。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首先，坚持适度分权，把握好中央与地方的财权配置，避免出现财政过于集权或过于分权。从

本文研究结果来看，财政分权程度为 0． 304 5 ～ 0． 456 3，属于适度的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和
能源效率的提升有积极影响。但目前来看，中国存在大部分地区财政分权过度以及小部分地区财
政分权不充分的问题，因此，中央政府应在现有的财政体制框架下，继续深化财税体制的改革。在
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指导原则下，要合理划分财政事权，优化财政支出与收入结构，进一步明确好

中央与地方各自的权责，避免权责划分不明确导致的缺位、越位和错位等问题的出现。逐步建立和
完善地方税收体系，强化政府预算约束，通过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形式进行规范确定，最终通过合理

的财政制度安排，形成对政府行为的有效约束，充分发挥产业结构升级的能源效率提升作用。
其次，在财政适度分权的基础上，改进以 GDP 为主要绩效指标的地方官员考核方式。我国自改

革开放以来已形成了 GDP为主的政绩考核机制，这种“为增长而竞争”、注重经济绩效忽视环境绩效
的考评制度往往容易引起地方官员不顾社会成本与效益，追求短期经济增长，造成资源错配和效率低

下。因此，需要适当调整这种“GDP至上”的考核激励机制，逐步降低或减轻 GDP 在绩效考核中的比
例。加快建立起能源高效与经济增长相容的激励体制，树立绿色发展观念，推进绿色制度建设，引导
地方政府建设绿色、低碳、高效发展的经济体系，注重对节能产业、清洁能源产业的财政补贴和政策支
持，建立科学合理的政绩考评办法，以满足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需求。
再次，要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断优化资源配置。要把握好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与方

向，避免出现衡量产业结构升级的“虚高度化”。产业结构升级并非单纯意味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和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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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产业比重的下降，其本质为生产效率的提升与资源配置的优化。因此，要坚持以绿色化为导向的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注重高技术产业和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逐步降低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比重，以

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绿色制造业和打造延长绿色生产链为关键，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比例，促进生产要
素的自由高效流动，加快产业结构向低碳高效转型。与此同时，需要建立经济发展结构与能源效率双
向优化的综合指标，以确定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将产业结构升级作为中间目标与调控方向，颁

布和实施相应的宏观产业政策，依靠对产业结构升级这一中间目标的调控，最终间接实现经济结构发

展与能源效率同步优化的双重目标。
最后，推进产业技术进步，加快能源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的提升可起到显著促进

作用，因此，要大力支持企业通过自主创新或模仿创新提高生产技术，增强企业科技创新与自主

研发的能力。要加大社会科研资金的投入和科技创新补贴，提高企业科技研发的积极性，促使
科研成果落地，加快产业技术的更新换代，利用科技创新提高能源效率。对于能源禀赋较高的
地区，区位优势使得其能源成本较低，导致政府对能源效率提升的重视不足，因此要重视能源效

率考核，注重高技术产业和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考虑采掘业和原材料等相关产业链的延长。
加快能源结构调整，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鼓励发展绿色能源产业，提高太阳能、风能、核能等
非化石能源的消费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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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Conducive
to Improving Energy Efficiency?

Threshold Ｒegression Model Test Based o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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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factor of production，energy greatly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of production and is the material ba-
si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society．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mprovement of energy efficiency．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s a significant institutional background of China＇s economic de-
velopment． The process of upgrad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improving energy efficiency has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i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China＇s 30 provinces from 1997 to 2015，this paper used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s a threshold variable
through building a threshold regression model． It has found that there is a threshold effect on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on energy efficiency． When the degree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s low，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hindrance to the improvement of energy efficiency． As the degree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deepens，the im-
pact of upgrad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on energy efficiency turns from a negative inhibitory role to a positive one． Whe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continue deepening，the impact of upgrad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on energy efficiency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ediment． This shows that moderate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can help improve the energy efficiency of upgrading in-
dustrial structure．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empirical analysis，the principle of moderate decentralization may be adopted，the
government incentive and performance appraisal system be reformed，the green-oriented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upgrading
be adhered to，industrial technological progress be promoted，and the adjustment of energy structure be accelerated．

Key words: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energy efficiency;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threshold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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